
/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介/ 2011 年第 1 期总第 139 期

③ 陈白尘、 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4 页。

④ 余秋雨:《历史剧简论》，《文艺研究》，1980 年第 6 期。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 年版，第 129 页。
⑥ 郭启宏：《我所理解的历史剧》，《剧本》，1997 年第 1 期。
⑦ 顾毓琇：《顾毓琇全集》第 2 卷，《古城烽火·再版自序》，辽

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21 页。
⑧ 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之《幕前序话、附白》，《郭沫若剧

作全集》第 1 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年版，第 78、82 页。
⑨ 郭沫若：《<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剧作全集》 第 2 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97 页。
⑩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2 页。
11 参见《顾毓琇全集》第 11 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第 504、512 页。
12 钱钟书：《管锥编》第 1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166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
社，1972 版，第 347 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
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5 页。

15 《顾毓琇全集》第 1 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
页。

16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8、29 页。

（作者：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生）

责任编辑：尹文钱

老舍在重庆时期共创作了 9部多幕话剧，全部为
抗战题材的剧作。 其中，除《国家至上》乃与宋

之的合写，《桃李春风》《王老虎》 与赵清阁等人合写
外，《残雾》《张自忠》《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
兮》《谁先到了重庆》等剧均为独立撰写。
据统计，抗战八年，全国多幕剧创作的总量约为

120部，老舍一人的创作即占了近十二分之一。 ［1］

老舍抗战期间学写剧本， 是因为他认为戏剧与
通俗文艺在宣传抗战、鼓励人民救国方面更直接，有
突击的功效，更容易为文化不高的民众所接受，从而
达到鼓励人民抗日救国的目的。就像《中华全国戏剧
界抗敌协会宣言》 所指出的：“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
敌。中国对日寇抗战已进到最危险阶段。非使每一民
众了然于抗战意义挺身而起，以其一切贡献于国家，
不足以突破这一危险。 而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抗敌
宣传， 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各式各样的
戏剧。 ”［2］

然而老舍“旧瓶装新酒”的通俗文艺创作并没有
在当时带来理想中的宣传效果。随着抗战的深入，老
舍意识到抗战文艺的主流应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而

更加深刻，不应停留在初期抗战文艺的简单粗陋上，
因此老舍将很大部分精力转入了抗战时期最具宣传

效果的话剧创作。
老舍将自己的话剧称为宣传剧， 很确切地表达

了他对其剧作的明确定位：宣传抗战。 因此，老舍抗
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早期作品相比， 具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很明显地强化了社会功利主义色彩。不少剧
作是“遵命之作”———遵抗日救国之命。 像《残雾》是
为“文协”筹款而作，《国家至上》是受回教协会邀请
所写，《张自忠》是应军界朋友的委托，《大地龙蛇》则
是遵东方文化的命题作文。由于是命题作文，老舍创
作剧本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困难。在《三年写作
自述》一文中，老舍声言自己放下熟悉的小说、杂文，
是因为“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十
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
彰正义。 ”［3］这也是贯穿他“文协”期间剧作的一根主
线。
从这些情况看， 话剧作品中浓烈的社会功利主

义色彩，一方面是老舍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时
代的需要。 因此，老舍国家至上的功利化写作，在大

□李 卉

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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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背景下，有其必然性。
尽管如此，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也为他的创作

拓展了更为广大的人物空间。 老舍抗战前创作的小
说多写北平的市民生活以及小知识分子的人生，而
抗战剧作中则新增了国民党官僚、汉奸、特务、工人、
农民等人物形象。
老舍这一时期的剧作，从主题思想来划分，大致

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作品热情讴歌为国捐躯的抗
日将军，以及克服种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消弭民
族偏见、联合抗日的民间英雄，他们虽处于不同的社
会阶层， 但都在国家至上的旗帜下走上了抗日救国
的道路。此类作品以《张自忠》《国家至上》《谁先到了
重庆》为代表。另一类作品则揭露抗战时期国统区存
在的病态社会现实，批判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讽刺达
官贵人的醉生梦死，以及不法商人趁机大发战争财、
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丑陋现象。这类作品以《残
雾》《面子问题》为代表。

《谁先到了重庆》中，描写北平沦陷后人民不甘
当亡国奴， 普通市民吴凤鸣等爱国人士与日本侵略
者、汉奸等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而被逼当了特务的田
雅禅和董志新在他的感召下逐渐觉醒， 不再助纣为
虐，重新焕发了爱国热情，帮助凤羽、小马儿等爱国
青年逃往重庆的故事。 《王老虎》中被抓壮丁的王老
虎，由落后愚昧的破产农民成长为抗日军队的连长。
《桃李春风》则歌颂在艰苦环境下，变卖家产、献身教
育事业的辛永年。
在这些人物中， 最感人的抗日英雄形象则是张

自忠将军。 国民党将军张自忠 1940 年 5 月以身殉
国，老舍的话剧《张自忠》就写于 1940 年夏天。 话剧
以张将军和他手下的将领、副官等真实人物为原型，
及时表现了张自忠等爱国将士英勇杀敌、 为国献身
的感人事迹，传达了人民对将军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极大地鼓舞了处于抗战艰难时期的民众。 老舍热情
地歌颂了张自忠将军及他的下属张敬参谋长、 洪上
校、马副官、贾副官等抗日英雄。 张自忠将军克服了
国民党初期的不抵抗命令，在抗战中每战必胜，最后
为守住阵地，左臂、腰部、头部受伤，虽弹尽粮绝，仍
坚守不退至壮烈牺牲， 实现了他战死沙场抗击侵略
者的心愿。 下属张敬参谋长等人身受重伤仍发枪毙
敌，追随张将军勇赴国难。 全剧结束时，天幕上映出
“民族精神”。 这些情节感人至深， 达到了以文艺抗
战、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

《国家至上》则写了在国家利益面前，回、汉两族
人民捐弃因生活习惯等细节引起的误会， 最终团结
抗日的故事。 剧中的回族拳师张子清勇武、侠义、爱
国，但又倔强、固执，与结拜兄弟因收汉族儿童入学

而绝交。 当地回、汉两民族隔膜较深，影响到抗日工
作， 后来在血的教训下， 重新团结起来共同保家卫
国，并惩治了挑拨民族关系、通敌卖国的金四把。 张
拳师从一个偏狭的民族主义者， 最终成长为一个超
越民族偏见的爱国者。
该剧团结抗战的主题十分鲜明，戏剧冲突强烈，

人物个性突出，结构紧凑，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重庆、桂林、长沙等地的演出都好评如潮，文艺评
论家以群称赞它：“活泼，紧张，有力，富真实感。剧中
人物没一个无血色，无人性，无生命的木偶。 连最难
处理的（金四把）也脱离出了一般的‘汉奸型’，而给
他灌注了生命的浆液。 ”［4］

老舍以正剧手法塑造了张自忠、 张拳师等抗日
英雄的光辉形象， 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复兴
的希望，营造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与之相对照，老舍
剧作还描写了一个黑暗的世界， 刻画了抗战时期民
族败类的丑陋形象。
话剧《残雾》是继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之后，揭

露国统区官场丑恶的讽刺性杰作。 在此之前，抗战文
艺作品多从正面歌颂抗日，鲜有批判、反思性的作品。
而《残雾》一方面抨击了社会黑暗，以期根除社会的病
态与罪恶，另一方面，它拓宽了抗战文艺的表现领域。

《残雾》描绘出一幅陪都时期的官场现形图。 剧
中的冼局长好财、贪权、爱色，趁战乱逼迫流落的难
民孤女作小老婆，明知徐芳蜜是日本特务，但却经不
起财色诱惑，主动为她提供情报，出卖国家利益。 杨
茂臣像苍蝇一样粘着冼局长之类的有权之人， 当前
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艰难度日时，他成天想的
却是如何投机钻营，到处活动一个能“一月又能多进
三百四百”的采办委员的肥缺。自诩为文化人的红海
则遇事糊涂，分不清大是大非，为女特务保管情报。
最令人震惊和深思的是， 当汉奸冼局长等人被抓之
后，女特务徐芳蜜却被更大的保护伞接走了，说明腐
败、堕落和卖国并不仅仅存在于下层官员中。
和《华威先生》一样，《残雾》也引致了当时某些

人的批评，认为破坏了抗战。 吴组缃对此很愤怒，批
驳了这些人的谬论，并充分肯定了老舍的创作方向：
“照出那些幢幢鬼影，使之无法藏形；指出那些疮病
之所在，使人们知所洗治，正是今日文艺最重要的任
务之一。 因为这个方面的种种黑暗与病根正窒息着
民族的生机，正阻碍着胜利的前途。 ”［5］

《张自忠》一剧中，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老舍巧
妙地用曲笔揭露了反对抗战的逆流， 其代表人物是
墨子庄。墨子庄有学问而无品行，到军中散布抗战必
败的谣言，无耻地宣称日本人来了，“金子还是金子、
现大洋还是现大洋”。他的人生哲学是国家兴亡自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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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而他自己只想“明哲保身”，还自作聪明地认为张将
军死命杀敌是为了求名求利。 像这种所谓的有学问之
人竟然如此缺乏基本的礼义廉耻和民族自尊心， 正是
在这类人物的映衬下，张将军的牺牲才更显悲壮。

《面子问题》则写了国民党某机关的一群工作人
员，上自秘书、科长，下至科员为着面子问题勾心斗
角，你争我斗，全忘了大敌当前。 其中的主角秘书佟
景铭是一个旧式官僚，做什么事儿都讲面子，要仆人
双手递信，看病不上医院，非得要医生亲自登门。 正
像他自己说的，“我的身分把我限制住了！上海的家，
这里的家， 都得维持住脸面； 先祖先严都是进士出
身，不能由我败落了家风”。为了这些无聊的面子，他
摆足官架子，一件公文要拖十天才处理。因为同事之
间的争斗，他还向日伪官员发牢骚。剧中另一个人物
于科长，则是一个“把握住时代”的人，他为了既得利
益，可以连所谓的面子都不要。

《归去来兮》则讽刺乔绅钱迷心窍，趁战争之际，大
捞不义之财，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结局。
可见， 老舍抗战时期话剧中的人物形象分处于

光明与黑暗的两极世界， 全剧都有一条很明显的主
线，那就是国家至上，国家利益、抗日救国重于家庭、
个人以及和平时期的民族隔膜、政党纷争。 同时，国
家的含义也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意义， 而是包孕着更
深更厚重的文化承袭。 老舍对文化的思考并未因战
争和抗日宣传而中断， 而是一如既往地贯穿在其剧
作中。在《〈大地龙蛇〉序》中，老舍表白得很清楚：“抗
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
自由生存， 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
亡，必系奴隶。 ”“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
力量， 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
X光，在生死关头，我们绝不能讳疾忌医。 ”［6］从中可

以看出，老舍对于文化的关注，即使在抗战宣传中也
不曾忽视，反倒更加重视。
老舍的部分剧作达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上演

率较高，如《残雾》《桃李春风》《面子问题》都受到观
众的欢迎，特别是《国家至上》在重庆演出了两次，在
昆明、大理、成都、西安、兰州、桂林等地也演出过。此
剧的演出极大地团结了回、汉两族人民，担任女主角
的张瑞芳被重庆的回族人士称为“我们的张瑞芳”。
这些作品与其早期的《二马》《猫城记》相比，很

明显地强化了社会功利主义色彩。 这其中的利弊兼
有之：利，在于达到了鼓舞士气、宣传抗日的目的；
弊，则在于这些宣传色彩强烈的剧作，使其早期小说
创作中比较深刻的个性化描写受到了抑制。
老舍抗战戏剧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

方面：

（一）多以小说的笔法写戏剧，主要表现在人物
对话和细节的穿插上。老舍是从创作小说开始，后来
才走向戏剧创作的。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和特点，在
戏剧中融入了铺垫、烘托、细节描写等叙事因素，以
及个性化的语言来突出人物性格。例如，老舍用写小
说的方式写作话剧《残雾》，对话和人物心理都比较
成功，但缺少戏剧的紧凑和推进剧情的人物行动。在
《国家至上》中，老舍的小说描写手法与戏剧手法则
保持着较好的张力。他在剧中注重运用细节描写，比
如，戏剧开始时，作者就通过老拳师与已绝交的盟兄
弟黄子清、汉族青年李汉杰之间微妙的僵持局面，写
活了回教老拳师张老师耿直、倔强、有浓厚民族意识
和宗教情绪，但又偏狭的个性。

（二）充满浓郁的喜剧风格和幽默、讽刺的色彩。
老舍戏剧中的讽刺主要体现在对抗战中的民族败类

的刻画上，像《归去来兮》中的乔绅打着如意算盘，希
望借儿女的婚事，找一个混得开的流氓做女婿、当助
手，找一个能干的儿媳当管家，发战争财，成为实业
家，但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幻想全成泡影，落
得一个讽刺性的结局。 老舍话剧中的幽默则给予了
一些虽有缺点却大节不亏的普通人。
老舍抗战时期的剧作，处于尝试阶段，因此还存

在着很多的缺陷与不足。 一些剧本从观念性出发而
戏剧性不强，只适合案头阅读，另一些则过分注重舞
台效果， 将小说的长处与戏剧注重冲突等自身特性
完美结合的剧作较少，而且因为过分强调宣传抗战，
大多数人物被分为美丑分明的两大阵营， 缺乏丰富
性和复杂性，难以体现出人性的深度。
老舍“文协”时期的戏剧创作，使他熟悉了戏剧

体裁及创作规律，为他新中国成立后写出《茶馆》等
杰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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